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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成本、不完全传递与最优关税

———以中国汽车行业为例

冯 笑 王永进 戴 觅*

:本文结合汽车价格、销量和配置数据,采用随机系数离散选择模型估

计了每款进口汽车的本地化成本及关税不完全传递率,并在此基础上量化了最

优关税及其福利效应。研究发现:本地化成本占进口汽车总成本的41.61%,关
税对价格的传递率为69.56%。基于估计模型的反事实分析表明最优统一关税

税率为85.38%,与中国加入 WTO前长期居高不下的关税较为接近。执行这一

税率可以使2018年上半年社会福利增加2.55%。最优差异化关税分布在

17.12%—298.13%不等,执行这一关税可以使2018年上半年社会福利增加2.80%。
:本地化成本;关税不完全传递;最优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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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政府应该执行怎样的贸易政策”历来是国际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大量理论研究基

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探究了单边情形下针对本国最终品贸易的统一的最优贸易政策的制定

(DemidovaandRodríguez-Clare,2009;Felbermayretal.,2013;HaalandandVenables,

2016;BagwellandLee,2020;Costinotetal.,2020)。然而,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均未将

产品的边际成本区分为进口成本和本地化成本,而是假设全部边际成本均受到贸易政策

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存在关税(或补贴)从产品边际成本到价格的完全传递。① 显然,这不

符合现实情形:商品经海关进入国内市场后,由于仓储、国内运输、管理和营销等环节的存

在,会产生高额的本地化成本。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硬件或软件基础设施相对

落后,进口产品的本地化成本及其在边际成本中的占比相对较高。但是,本地化成本本身

并不受贸易政策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即便贸易政策带来了进口成本的大幅下降,总边际成

本和销售价格的下降仍然可能是有限的,即关税存在明显的不完全传递效应。因此,若不

对进口商品不同类型的成本加以区分,会显著高估贸易政策的效果,进而影响最优贸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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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制定。
为此,本文以中国汽车市场为例,在识别本地化成本的基础上,探讨针对进口汽车的

最优关税。我们选取汽车行业的依据如下:一方面,本地化成本是进口汽车总成本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由于进口汽车实行“总经销商制度+以4S店授权”的经销模式,进口汽车进

入国内消费市场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建设完备的4S店分销渠道。此外,营销、物流、仓储

及客户维系同样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进口汽车是中国汽车市场特别是中高

端汽车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
端进口汽车市场增长迅猛,但进口汽车价格居高不下一直为消费者所诟病。因此,探讨进

口汽车最优贸易政策的制定对优化进口汽车价格、提升我国消费者福利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特征事实,本文结合2018年省份 半年度 车型层面汽车价格、销量

和车型配置数据,以2018年7月1日进口汽车关税下调为契机,采用随机系数离散选择模

型估计每款车型的本地化成本以及关税的不完全传递率,并在此基础上量化最优关税的

大小以及由此带来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本地化成本约占进口汽车总成本的

41.61%,且排量越大,本地化成本的比例越低。第二,关税对进口汽车销售价格的传递率

为69.56%,且排量越大,关税传递率越高。第三,在考虑了本地化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关

税的不完全传递率以后,汽车行业最优的统一关税税率为85.38%,与中国加入WTO前长

期居高不下的关税率较为接近。执行这一进口关税可以使2018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福利

增加2.55%(约9.88亿元)。最后,鉴于本地化成本及关税不完全传递率在不同排量组的

异质性,我们还计算了依据排量征收的最优关税,研究发现最优税率在17.12%—298.13%
不等且随排量增加而递减。执行该税率可以使2018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福利增加2.80%
(约10.84亿元)。

本文聚焦最优贸易政策的制定这一视角,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
研究视角上,本文丰富了最优贸易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特殊利益群体

的寻租 行 为 (GrossmanandHelpman,1994;Goldbergand Maggi,1999;Stoyanov,

2009;Tovar,2011;Imaietal.,2013;IrwinandSoderbery,2021)以及本国福利最大化

(Gros,1987;DemidovaandRodríguez-Clare,2009;Flbermayretal.,2013;Costinot
etal.,2015;HaalandandVenables,2016;Costinotetal.,2020)等两个视角考察影响最

优贸易政策制定的因素,本文则侧重从本地化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关税不完全传递效应

这一视角展开。
其次,本文还补充了基于中国汽车市场探讨进口汽车价格居高不下的相关研究。一

直以来,进口汽车价格居高不下为消费者所诟病,表现为同款车型的国内售价往往是其国

外售价的2—3倍之高,对扩大汽车进口形成严重掣肘,不利于消费者福利的提升。① 以往

研究主要从税费、进口厂商间横向共谋、地方保护等方面考察进口汽车价格偏高的原因

(肖俊极和谭诗羽,2016;Barwicketal.,2021;Shenetal.,2021;冯笑和王楚男,2022),而
忽略了本地化成本对一国最优贸易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考虑了本地

① 参见网址https://www.chinanews.com.cn/auto/2010/08-25/2489256.shtml,访问时间:2024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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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关税的不完全传递率以后,汽车行业最优的统一关税税率与中国

加入WTO前的高关税税率较为接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进口汽车价格居高不下的

成因。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本地化成本数据的不可得性,已有文献通常采用以下两种

方法估计这一变量的大小:当产品的中间投入品成本未知时,将本地化成本直接视为工资

等因素的函数(GoldbergandVerboven,2001;Hellerstein,2005;GoldbergandHeller-
stein,2013);当中间投入品成本已知时,采用结构模型方法估计得到边际成本后,从中扣

除中间品成本,剩余部分即为本地化成本(NakamuraandZerom,2010)。与之不同的是,
本文采用随机系数选择模型,创新性地利用关税削减这一契机量化本地化成本这一难以

观测的变量。此外,该方法较已有实证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优势:第一,需求弹性以及产

品间的替代弹性不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依据需求函数估计得到。第二,该模型还考虑了

企业间战略交互作用的影响。CilibertoandJäkel(2021)结合丹麦出口企业数据,发现随

着明星企业崛起,若未考虑出口商之间战略互动对企业利润的负面影响,则对贸易政策效

果的评估将是有偏的。因此,考虑企业间战略互动对最优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是十分重

要的。第三,异质性消费者偏好的引入可以更为准确地估计关税传递率(Goldbergand
Hellerstein,2013)。例如,当关税下调、厂商减低产品价格时,对价格较为敏感的部分消

费者也开始购买该产品,此时市场中的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性更高、对应的总需求曲线将

更富有弹性,这就意味着更低的关税传递率。换言之,若在需求估计中忽略消费者偏好的

异质性,可能会高估关税传递率。

二、文 献 综 述

(一)不完全传递效应的成因

已有文献中主要关注汇率而非关税的不完全传递效应: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汇率

变动导致进口商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波动远远低于汇率本身的波动大小(Engel,1999;

ParsleyandWei,2001;CampaandGoldberg,2006)。而导致这一不完全传递效应的原

因主要有三个:与需求曲线相关的价格加成调整、本地化成本的存在和菜单成本。后续实

证研究主要围绕量化这三者对汇率不完全传递率的贡献展开。具体而言:

GoldbergandVerboven(2001)以欧洲汽车市场为例,考察了汇率波动对汽车销售价

格的影响。作者假设汽车生产成本函数服从柯布 道格拉斯形式,是车型配置、本国工资、
进口国工资×汇率等变量的函数。研究发现汇率对汽车价格的传递率为46%左右,其中

37%—39%可以归因于边际成本的调整,剩余7%—9%则来源于价格加成 的 调 整。

Hellerstein(2005)以美国啤酒市场为例,进一步将产品销售过程细化为从生产者到零售商

的批发环节和从零售商到消费者的零售环节,分别考察两个环节中本地化成本和价格加

成调整对汇率不完全传递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生产过程的本地化成本是导

致汇率不完全传递的主要原因。NakamuraandZerom(2010)利用美国详细的咖啡及其原

材料价格和销售数据,在上述静态模型的基础上,采用马尔可夫完美均衡进一步量化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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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成本对汇率不完全传递率的贡献。研究发现本地化成本和厂商价格加成调整分别使长

期内汇率传递率减少59%和33%,而菜单成本由于本身在总成本中的占比较少(约为

0.23%),因此对汇率传递率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GoldbergandHellerstein(2013)以美

国啤酒市场为例,得到了不同的研究结论:作者认为菜单成本对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影响是

很大的。汇率不完全传递的贡献分解中30%来自自身品牌价格调整成本的存在、1%来自

于竞争厂商价格调整的战略交互作用,剩余部分中60%是由于本地非贸易成本导致的,

8%来自价格加成调整。

不同于上述基于特定行业、需求函数和估计方法开展的实证研究,Amitietal.(2019)
采用更为一般的理论框架,着重考察了企业间战略互补性对汇率传递率的影响。该研究

以比利时制造业数据为例,研究发现企业应对其竞争对手价格变化时,价格调整弹性为0.4。

换言之,当竞争对手价格提高10%时,在边际成本保持不变的情形下,企业会将自己的产

品价格提高4%,表现为价格加成的提高。而当竞争对手价格保持不变时,企业应对自身

成本冲击时的价格调整弹性为0.6。从异质性上看,小企业在定价方面不存在战略互补

性,外生冲击完全通过边际成本传导至价格。相比之下,大公司表现出很强的战略互补性

和自身边际成本冲击的不完全传递。

(二)最优贸易政策

20世纪80年代,基于寡头市场结构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分析指出政府可以通过

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超额利润从

国外厂商到国内厂商的转移,提高本国社会福利(BranderandSpencer,1985)。但在后续

实证方面,相关研究较少且主要采用假定变量(conjecturalvariations)或随机系数离散选

择模型,考察美国对日本进口汽车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例如临时性关税、自愿出口限制等)
的影响(Berryetal.,1999;TaijuandHiroshi,2009),但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

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对最优贸易政策的探讨主要围绕垄断竞争市场展开。

早期文献基于企业同质性的研究假设:Venables(1987)指出一国征收小额进口关税可以通

过扩大产品种类和降低国内价格指数两种途径提高本国福利。随着 Melitz(2003)将企业

异质性引入国际贸易理论后,大量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一国最优贸易政策的制定以及

影响机制。

第一支文献主要考察了一国单方面最优贸易政策的制定,即在其他国家贸易政策保

持不变的情形下,一国政府应该制定怎样的最优贸易政策。DemidovaandRodríguez-
Clare(2009)指出在小国 单部门开放情形下,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进、出口关税来消除购买

进口商品所产生的价格加成和消费者剩余两种扭曲,提高本国社会福利。Haalandand
Venables(2016)采用“完全竞争+垄断竞争”的两部门模型,研究发现贸易政策通过贸易条

件效应和产品种类效应影响本国福利,最优的贸易政策取决于劳动力在两部门间转移的

灵活性。BagwellandLee(2020)采用对称的两国 MelitzandOttaviano(2008)模型,研究

发现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政府征收少量进口关税或提供小额出口补贴可以通过选择效

应、企业迁移效应以及进入外部性效应提高本国贸易利得。Costinotetal.(2020)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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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最优贸易政策的分析扩展到歧视性关税/补贴的文献:在一个以进入扭曲和中间产品贸

易为特征的多部门模型中,本国出口企业总是以不变的价格加成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给

予低效率的进口商补贴,可以扩大进口规模、降低进口产品价格,进而通过改善贸易条件

激励原先未出口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促进出口规模扩张。LashkaripourandLugovsky
(2020)则分析了多国 多部门且存在投入产出联系情形下,行业层面最优贸易政策的制

定。研究发现最优进口关税与行业利润正相关,而最优出口关税取决于企业与国家市场

势力之间的楔子。Caliendoetal.(2022)在两国 两部门(贸易+非贸易部门)的研究框架

下引入迂回生产,发现针对中间品贸易的最优贸易政策是补贴。
第二支文献则着重考察非合作情形下最优贸易政策的制定。鉴于一国政府单方面的

贸易政策调整往往会产生以邻为壑的效果、引发国家间贸易摩擦(BagwellandLee,

2020),少数学者关注了非合作情形下最优贸易政策的制定:Felbermayretal.(2013)认为

非合作情形下两国的最优关税是战略替代的,且低于单边最优关税,但关税战会损害世界

总体福利。Ossa(2014)在多国 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框架下发现非合作情形下每个国家都

倾向通过增加进口关税来改善本国贸易条件、实现利润转移,但最终结果是国际贸易额和

社会福利下降。Costinotetal.(2020)则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生产率最低的进口商以改

善贸易条件进而促进本国出口,但这种歧视性政策仍然会降低本国福利。Bagwelland
Lee(2020)指出在对称的两国情形下,非合作情形下的最优进、出口关税均大于0。但由于

贸易条件的外部性,两国社会福利随之下降。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生产和出口往往集中于行业内少数明星企业(Freund

andPierola,2015;Bernardetal.,2018;CilibertoandJäkel,2021),此时市场不再像大多

数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假设一样,可以被简单视为由无数微不足道的小企业构成,而是由

“少数举足轻重的大企业”组成。基于这一特征事实,Gaubertetal.(2021)通过构建一般均

衡模型,假设行业是连续的、每个行业内有限家企业进行寡头竞争,生产率服从泊松 帕累

托分布,研究发现,歧视性贸易政策可以带来更高的福利:仅对市场份额最高的进口商征

收关税,可以迫使其最大限度地降低关税对价格的传递以保持市场竞争力,此时本国政府

可以在不降低消费者福利的同时获得关税收入。

(三)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性:
一方面,已有文献主要考察汇率的不完全传递率及其影响因素,且大多数研究都发现

本地化成本的存在是导致关税不完全传递率的最重要的因素。但鲜有文献考察关税的不

完全传递效应。事实上,本地化成本亦是国际贸易商品总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关

税到销售价格同样存在不完全传递效应。
另一方面,已有文献主要考察本国福利最大化这一因素对一国制定最优贸易政策的

影响,但忽略了本地化成本的存在以及由此导致的关税不完全传递效应也是影响最优贸

易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从这一视角对已有文献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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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主要结合中国汽车行业销量、价格和车型配置等数据估计汽车行业需求、成本,
并量化贸易政策的影响。具体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

第一,2018年中国城市 月度 款型层面汽车销量数据,数据来源为交通运输部。其

中,款型的定义较为详细,包括汽车销售厂商、品牌、车系、车辆型号、排量、燃油类型、变速

器类型、车型类别、使用性质、所有权以及车身颜色等信息。我们对该数据库做如下处理:
首先,鉴于商用汽车与私人汽车消费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我们仅保留所有权为个人的

销售记录(Shenetal.,2021);其次,剔除排量、燃油类型、变速器类型、车型类别等车型配

置信息缺失的样本,然后将其加总到省份 半年度 车型层面,其中车型的定义采用“厂商+
品牌+车系+国别+排量+变速器类型+车型类别”等7个指标来定义。

第二,2018年全国汽车经销商平均成交价格月度数据,数据来源为达示数据。例如

2018年1月长安汽车旗下的“CS75手动2.0L舒适型国 V”汽车的全国平均成交价格为

10.12万元。我们按照上述车型的定义,同样将价格信息汇总至半年度 车型层面。
第三,2018年汽车配置信息,我们从新浪汽车、汽车之家、易车网以及厂商官方网站等

处收集了汽车厂商、品牌、车系、款型、官方指导价格、年款、排量、燃油类型、油耗、长、宽、
高、最高速度、最大马力等信息。类似的,我们同样将配置信息汇总至车型层面。

第四,2018年各省(市)统计年鉴,例如《河北统计年鉴》《山西统计年鉴》等。这部分数

据主要包括年末人口规模、家庭人口规模、按收入5等份分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由于天津等9个省(市)的统计年鉴中未收录不同分位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无法拟合其

收入分布函数,因此本文仅保留了北京、河北等22个省(市)①的汽车数据。
最后,将上述4个数据库进行匹配,就可以得到2018年中国省份 半年度 车型层面的汽

车销量、价格和配置信息。为了提高估计效率,我们借鉴Barwicketal.(2021)、Shenetal.
(2021)等文献的做法,对匹配成功的数据继续做如下处理:第一,剔除销量小于5辆和价

格大于200万元的样本;第二,仅保留每年在15个及以上省份出现的车型;第三,剔除样本

区间内总销量小于1000辆的厂商。经上述处理后共剩余620款车型、24196个观测值,
总销量为1558.23万辆,约占样本区间内乘用车总销量的62.65%。其中,国产汽车

1426.05万辆,进口汽车132.18万辆,分别占比91.52%和8.48%。
表1统计了2018年中国省份 半年度 车型层面汽车价格、销量以及主要配置信息。

平均而言,每款汽车的销售价格为20.55万元,销量为644辆。样本中超过73%的汽车配

备自动挡。从车型类别来看,汽车市场以SUV和轿车为主,分别占比52.50%和41.93%。

MPV的市场份额较低,仅为5.57%。从国别来看,15.36%的样本为进口汽车。此外,每款

汽车的平均排量为1.773升,每百公里的油耗为7.136升,车身尺寸为8.388平方米。

① 22个省(市)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海南、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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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样本统计性描述

变量 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ime_id 时间 24196 1.499 0.500 1 2

market_id 市场代码 24196 11.158 6.198 1 22

model_id 车型代码 24196 309.847 177.743 1 620

price 成交价格(元) 24196 205524 222738 39388 1769800

sale 销量(辆) 24196 644 1748 5 123046

AT 是否为自动挡 24196 73.14% 0.443 0 1

Sedan 轿车 24196 41.93% 0.493 0 1

SUV SUV 24196 52.50% 0.499 0 1

MPV MPV 24196 5.57% 0.229 0 1

import 是否为进口 24196 15.36% 0.361 0 1

displacement 排量(升) 24196 1.773 0.497 0.9 5.700

fuel_consume 油耗(升/100公里) 24196 7.136 1.381 1.382 14.700

size 车身尺寸(平方米) 24196 8.388 0.763 4.298 10.369

四、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随机系数离散选择模型估计中国汽车行业需求函数,并结合厂商利润

最大化目标函数和关税下调的契机,倒推每款进口汽车的进口成本和本地化成本。然后

以2018年上半年数据为例,考察关税由25%下降至15%时每款汽车销售价格的变化,从
而计算关税的不完全传递率。最后基于本地化成本以及关税不完全传递率的特征事实,
计算汽车行业的最优关税以及执行最优关税对本国社会福利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

1.需求函数

假设m 省消费者i在时间t购买车型j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umtij =-αmtilnpmtj +􀰐
K

k
Xk

mtjβk
mti+ξmtj +D+εmtij , (1)

其中lnpmtj 表示m 省t时间段内车型j成交价格的对数值,X 表示车型j可观测的车型配

置信息,包括排量、油耗、车身尺寸、是否为自动挡和国别(进口/出口)等5个变量。ξmtj 表

示不可观测的市场 车型层面特征。D 为影响消费者效用函数的一系列固定效应,主要包

括时间、品牌以及省份 车型类别层面的固定效应。其中,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同时

间段影响消费者效应的外生冲击,品牌固定效应用来剔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消费者效

用的品牌层面因素,而省份 车型类别变量用以控制不同省份消费者对不同车型的偏好,
例如家庭规模相对较大的地区,消费者更倾向购买SUV或 MPV。最后,εmtij 为随机扰动

项且服从第I类型极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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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αmti 表示价格的边际效用,由三部分构成:

-αmti=-eα-+α1lnymti+αvνpmti , (2)

其中-eα- 表示不随消费者个体特征变化的平均效用,-eα1lnymti 和-eαvνpmti 则分别表示受

消费者个体收入(lnymti )和随机因素(νp
mti )影响的异质性部分。

类似的,排量等可观测的汽车特征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βk
mti )表示为:

βk
mti=β

-k +δkνk
mti , (3)

其中β
-k 为平均效用,δkνk

mti 为个体随机因素的影响。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随机因素νp
mti

和νk
mti 都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根据是否随消费者个体特征变化,效用函数可以重新整理为如下形式:

umtij =δmtj θ1( ) +μmtij θ2( ) +εmtij , (4)

其中δmtj =􀰐
K

k
Xmtjkβ

-k +ξmtj+D 表示不随消费者个体特征变化的平均效用部分,θ1 为其

中待估参数。μmtij =-eα-+α1lnymti+δpvp
mtilnpmtj +􀰐

K

k
Xtjkδkvk

mti 表示依赖个体特征变化的效用

函数部分,其中待估参数用θ2 表示。
假设理性消费者总是选择所在市场中可以为其带来效用最大化的车型,则mt市场中

车型j的市场份额s︿
mtj 可以表示为:

s︿mtj = ∫
v,lny∈Amtj

eδmtj θ1( ) +μmtij θ2( )

1+􀰐
Jmt

h=1e
δmth θ1( ) +μmtih θ2( )

dvdlny, (5)

其中Amtj表示mt市场上购买车型j的个体随机因素和收入集合。令s︿mtj 与mt市场中车

型j真实的市场份额smtj 无限接近,即可得到最优的θ1 和θ2。 令s︿mtj 对p 求导,就可以计

算市场份额对价格的偏导数矩阵Δmt:

Δmt=

∂smt1

∂pmt1
...

∂smtJ

∂pmtJ

∂smt1

∂pmtJ
...

∂smtJ

∂pmtJ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 (6)

其中
∂smtj

∂pmtk
=

-smtj × 1-smtj( ) ×
α

pmtj
 j=k

smtj ×smtk ×
α

pmtk
     j≠k

ì

î

í

ï
ïï

ï
ï

表示mt市场中车型j市场份额对车型k

价格的偏导数。

2.供给函数

得到需求函数以后,我们以关税下调为契机,结合厂商利润最大化倒推汽车进口成本

和本地化成本。具体而言,如式(7)所示,厂商f 为其销售的每款车型j 设置最优的销售

价格pmtj 以实现厂商利润最大化。其中trv 、tri 和trc 分别表示增值税、关税和消费税;

c1mtj 表示税前进口成本,主要包括生产成本和国际运输、保险费用支出;c2mtj 为本地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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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要涉及汽车进口后建立分销渠道、营销、物流、仓储及客户维系等方面的支出。厂商

利润函数如下:

πf
mt=max

pj,j∈f
􀰐
j∈f

pmtj

1+trv - c1mtj +tri
tc1mtj +c1mtj 1+tri

t( )
trc

1-trc
é

ë
êê

ù

û
úú-c2mtj{ }Mmtsmtj

=􀰐
j∈f

pmtj

1+trv -c1mtjτt-c2mtj
é

ë
êê

ù

û
úúMmtsmtj, (7)

其中τt=1+
trc +tri

t

1-trc
,当t=1时,tri

1=25%,当t=2时,若i为在美国生产的进口汽

车①,则tri
2=40%,若i为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生产的进口汽车,则tri

2=15%。Mmt表示

mt市场中的家庭数量。令∂πf
mt/∂pmtj =0,整理得到mt市场中车型j的最优价格pmtj:

pmtj = 1+trv( ) τtc1mtj+c2mtj( )- Δmt×I( ) -1Mmtsmtj . (8)
如前所述,Δmt 表示市场份额对价格的偏导数矩阵。I 为企业f 的所有权矩阵,若企

业f 同时销售车型j和k,则Ij,k( ) =1,否则为0。
我们定义Cmtj≡τtc1mtj+c2mtj 表示j车型的总成本,此时式(8)可以从比较静态分析的

视角反映本地化成本的大小对关税不完全传递效应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

τt 下降1%时,若税前进口成本c1mtj 越大(或c1mtj 在Cmtj 中的占比越大),则pmtj 下降越明

显。相反,若本地化成本c2mtj 越大(或c2mtj 在总成本Cmtj 中的占比越大),则关税从成本到

价格的传递率越小。
继续整理式(8)得到mt市场中车型j的总成本Cmtj:

Cmtj ≡τtc1mtj+c2mtj =
1

1+trv
t

pmtj + Δmt×I( ) -1Mmtsmtj[ ] . (9)

此时等式最右侧的变量均是已知的,因此我们可以计算每款汽车的总成本Cmtj。
在此基础上,结合样本区间内进口汽车关税调整的外生冲击,我们还可以继续将进口

汽车的总成本Cmtj 分解为进口成本和本地化成本。具体而言,由于本文关注的样本区间

较短,因此我们假设m 省份每款车型j 的税前进口成本和本地化成本在样本区间内不会

发生变化,即c1m1j=c1m2j=c1mj 、c2m1j=c2m2j=c2mj。 结合2018年7月份进口汽车关税的调

整,我们将式(9)中2018年上半年、下半年两期总成本相减,即可得到每款车型的税前进

口成本:

c1mj= Cm2j -Cm1j( )/Δτ. (10)
将式(10)的估计结果重新带入式(9),就可以计算每款车型的本地化成本:

c2mtj =
1

1+trv pmtj + Δmt×I( ) -1Mmtsmtj[ ]-τtc1mtj. (11)

由此我们计算得到每款国产汽车的总成本Cmtj 以及每款进口汽车的税前进口成本

c1mtj 和本地化成本c2mtj。

3.反事实分析

本小节以2018年上半年汽车市场为例,首先考察当关税由25%降低至15%时,新均

① 需要指出的是,来自美国的进口汽车不仅包括美国的品牌汽车,也包括在美国生产的其他国家的品牌汽车,例
如宝马X5、X6,讴歌 MDX、RDX、NSX以及英菲尼迪X6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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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状态下市场价格和销量的变化,由此计算关税对进口汽车销售价格的传递率,然后以本

国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量化最优关税的取值以及执行最优关税对本国社会福利的影响。
(1)关税对销售价格的传递率。本小节首先联立价格和销量两个等式,计算关税由

25%下降至15%时新均衡状态下的价格p'mtj 和销量S'mtj≡Mmts'mtj ,表达式如下:

p'mtj=
1+trv( )Cmtj- Δmt×I( ) -1S'mtj      j为国产汽车

1+trv( ) τ'c1mtj+c2mtj( )- Δmt×I( ) -1S'mtj  j为进口汽车{
S'mtj=Mmt×

1
ns􀰐

ns

i=1

eU lnp'mtj( )

1+􀰐
Jmt

h=1e
U lnp'mtj(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 (12)

其中τ' 表示下调后的税率。联立得到新均衡价格后,关税对进口汽车销售价格的传递率

Υmtj 可以表示为Υmtj =dlnpmtj/dlnτ。若Υmtj <1,则表明存在关税对价格的不完全传递。
(2)最优关税及社会福利的变迁。接下来我们计算当存在本地化成本时,能够实现本

国福利最大化的关税t*及其对本国社会福利的影响。相较于初始情形,执行最优税率可

以带来的本国福利变化ΔW 来源于三部分:消费者福利、国产汽车厂商利润以及政府税收

收入。

消费者福利变化用等价的收入变化来表示ΔCS≡ y* -y( ) =
EVp*,y( ) -EVp0,y( )

∂EVp0,y( )/∂y
,

其中EV p1,y( ) 和EV p0,y( ) 分别对应最优关税和初始情形下的预期效用,整理得到:

ΔCS=
1
ns􀰐

ns

i=1

ln1+􀰐
J

j=1e
U*( ) -ln1+􀰐

J

j=1e
U0( )

∂ln1+􀰐
J

j=1e
U0( )/∂y

  =
1
ns􀰐

ns

i=1

ln1+􀰐
J

j=1e
U*( ) -ln1+􀰐

J

j=1e
U0( )

􀰐
J

j=1

eU0

1+􀰐
J

j=1e
U0

×
∂U
∂y

, (13)

其中U* 和U0 分别表示最优关税和初始情形下的间接效用函数。
国产汽车厂商利润以及进口汽车总税费的变化分别表示为:

Δπ=􀰐
mt
􀰐
f∈D
􀰐
j∈f

pj t*( )

1+tv -Cj
æ

è
ç

ö

ø
÷Sj t*( ) -􀰐

mt
􀰐
f∈D
􀰐
j∈f

pj t0( )

1+tv -Cj
æ

è
ç

ö

ø
÷Sj t0( ) , (14)

ΔT=􀰐
mt
􀰐
f∈F
􀰐
j∈f

tv

1+tvpj t*( )Sj t*( ) + τt*( ) -1[ ]c1jSj t*( ) -

􀰐
mt
􀰐
f∈F
􀰐
j∈f

tv

1+tvpj t0( )Sj t0( ) - τt0( ) -1[ ]c1jSj t0( ) , (15)

其中下标D表示所有国产汽车厂商集合,下标F则为所有进口汽车厂商集合,t0表示初始

情形下的关税水平。综上,最优关税t* 的取值满足如下条件:
max
t*
ΔW =max

t*
ΔCS+Δπ+ΔT

  s.t.

pmtj t*( ) =
1+tv( )Cmtj- Δmt×I( ) -1Mmtsmtj t*( )        j为国产汽车

1+tv( ) τt*( )cm
mtj+cd

mtj[ ]- Δmt×I( ) -1Mmtsmtj t*( ) j为进口汽车{
Smtj t*( ) =Mmt×

1
ns􀰐

ns

i=1

eU(lnpmtj(t*))

1+􀰐
Jmt

h=1e
U(lnpmtj(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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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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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若ΔW >0,则表明最优关税可以改善本国净社会福利。

(二)估计方法

消费者异质性特征的引入大幅增加了估计需求函数的时间,为了提高估计效率并解

决价格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Berryetal.(1999),采用随机系数离散选择模型求解。
首先,给定θ2 和δmtj 值,根据式(3)计算市场份额s︿mtj。 其次,给定θ2 寻找使预期的

市场份额s︿mtj 与真实值smtj 最为接近的δmtj。 然后,给定θ1,计算δmtj 中不可观测的产品

特征ξmtj ,令V 表示δ中的向量,则ξmtj 可以表示为ξmtj θ( ) =δmtj-Vθ1。 最后,寻找合适

的工具变量Z,满足与价格相关、但与扰动项无关,根据矩条件E Zξ( ) =0寻找使目标函数

f 最小化的参数(θ1,θ2)即为最优的估计结果。其中,目标函数可以表述为如下形式,W
表示加权矩阵。

f=minω(θ)'Wωθ( )[ ] . (17)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工具变量包括以下三种类型:一是需求函数中包含的车型配置

信息;二是借鉴Barwicketal.(2021)的做法,选取同一市场中同一生产商生产的车身结构

相同的车型数量,它反映了影响汽车定价决策的市场竞争状况;三是借鉴Shenetal.
(2021)的做法,采用车型配置的近似分布。具体公式如下:

Zk,1
jmt=􀰐

r≠j
k∈F

dk
rj,mt( )2,

Zk,2
jmt=􀰐

r∉F
dk

rj,mt( )2,
(18)

其中dk
rj,mt 是市场mt中车型j和产品r在配置k中的差异。Zk,1

jmt 是车型j在配置信息k方

面与其所在制造商生产的其他车型之间的平方差之和,Zk,2
jmt 则表示与其竞争厂商所有车

型之间的平方差之和。由于产品选择集的变化导致产品特征分布的变化,因此可以使用

产品特征分布作为随机系数的识别工具。又因为特征分布也决定了产品间的替代性,从
而影响厂商价格决策,因此上述两个变量可以用来估计价格系数。

五、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需求函数及成本估计

1.需求函数

表2列出了随机系数离散选择模型中的待估参数(θ1,θ2)。① 如前所述,θ1 为平均

效用中的待估参数,回归结果在第(1)列;θ2 为个体随机效用中的待估参数,回归结果展示

在第(2)—(3)列。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平均而言,消费者更青睐价格和油耗较低、排量较

大、空间宽敞的自动挡汽车,import的估计系数不显著。结合随机系数的估计结果可知,
消费者对汽车价格的偏好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服从正态分布 N(3.295,0.4732)。但油

①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进行了最小二乘法(OLS)回归以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对比发现,后者得到

的价格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较大,因此若忽略价格内生性会严重低估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详细结果参见附录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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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排量和车身尺寸的随机系数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表明消费者普遍喜欢油耗低、排量大、
空间宽敞的汽车。最后,结合lny 的估计系数可知,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增加,价格对

消费者的边际负效应逐渐削弱。换言之,高收入者对汽车价格的变化不敏感。

表2 随机系数离散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lny

(1) (2) (3)

lnp 3.295*** 0.473*** -0.096***

(10.453) (5.240) (-3.587)

fuel_consume -1.675*** 0.103

(-13.796) (1.231)

displacement 2.237*** 0.099

(6.215) (0.807)

size 11.031*** 0.105

(6.465) (0.458)

AT 1.250***

(8.148)

import -0.026

(-0.138)

常数项 18.504*** 0.100

(6.216) (0.716)

市场 汽车类型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品牌虚拟变量 是

样本量 24196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显著。

2.弹性

得到需求函数以后,根据公式(4)我们可以计算每款汽车的价格弹性。由附表A1可

知,样本区间内每款汽车的平均价格弹性(绝对值)为3.137,即销售价格下降1%,需求量

约增长3.1%。这一数值略低于Barwicketal.(2021)的估计结果(3.39),主要原因在于:第
一,本文采用的是汽车实际成交价格而非官方指导价格估计需求函数,因此可以更清晰地

捕捉到汽车价格变化的影响;第二,本文采用的样本区间更新。我国汽车保有量在经历了

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2018年需求增速较2009—2011年间明显放缓、价格弹性随之

下降。
再结合附图A1可以发现价格弹性存在以下两个典型特征:第一,分国别来看,进口汽

车的价格弹性显著低于国产汽车;第二,随着汽车销售价格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随

之降低。这两个特征的成因都与进口汽车或高价汽车的消费者主要为高收入人群,而这

部分消费者对价格的反应不敏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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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本分解

得到需求弹性以后,我们可以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倒推每款汽车的成本,进而剖析每

款汽车的价格构成。如附表A2所示,样本区间内每款汽车剔除增值税后的平均售价为

17.64万元,其中总成本和价格加成依次为11.45万元和5.05万元,分别占比64.93%和

28.64%。分国别来看,国产汽车剔除增值税后的平均售价为11.83万元,总成本和价格

加成分别占比66.60%和27.28%。对于进口汽车而言,剔除增值税后的售价相对较高,
约为49.68万元,其中进口成本占比26.78%,本地化成本占比25.76%,价格加成约占

30.43%。
图1进一步将进口汽车区分为不同排量组,并统计了本地化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

总体而言,本地化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为41.61%。分样本来看,大致呈现排量越大,本
地化成本占比越低的特征。由此,我们预期高档进口汽车的关税传递率更高———当关税

下降后,高档进口汽车的价格下降越明显。

图1 按排量分本地化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

(二)关税不完全传递率与最优关税

1.关税不完全传递率

我们以2018年上半年数据为例,量化当关税由统一税率25%下降至15%时,汽车市

场均衡价格和销量的变化(参见附表A3)。总体而言,汽车市场平均销售价格下降3.12%、
销量增加0.45%。这些变化主要源于进口汽车:价格下降5.95%,销量增长13.73%。尽管

来自进口汽车市场的竞争加剧,但由于国产汽车与进口汽车之间的替代性较小(Xiaoand
Ju,2014;Shenetal.,2021),因此国产汽车价格和销量变化不大:价格和销量分别下降

0.94%和0.47%。
附图A2进一步考察了不同排量组进口汽车价格的变化。可以发现,随着汽车排量的

增加,关税下降所带来的价格下降越明显。例如,(0.0,1.0]L排量组的进口汽车平均销售

价格仅下降4.28%,但大于4.0L排量组的高档进口汽车价格的平均降幅为6.58%。综上

所述,伴随着关税税率的下降,进口汽车价格出现明显下降,并且排量越大,价格下降越

明显。
结合关税变化前后的汽车价格,我们可以根据dlnp/dlnτ推算每款进口汽车关税对销

售价格的传递率。平均而言,关税传递率为69.56%,即进口汽车关税下降1%,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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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下降0.70%。此外,结合图2中不同排量组进口汽车的关税传递率还可以发现,排量

越大,关税的传递率大致越高,与前述预期相符。

图2 按排量分组的进口汽车关税传递率

2.最优关税

(1)最优统一关税税率。鉴于本地化成本的存在以及由此导致的关税不完全传递率,
我们进一步计算最优关税的大小。考虑到当前我国对进口汽车执行统一关税税率,因此

我们首先计算了旨在实现本国福利最大化的统一关税税率。
量化回归结果显示我国汽车行业最优的统一关税税率为85.38%,远远高于当前税

率,但与我国加入WTO前长期居高不下的税率较为接近。这也就意味着备受争议的汽车

行业高关税,并不是特殊利益群体寻租行为的结果,而是基于存在本地化成本这一特征事

实基础上的本国福利最大化的选择。从表3的均衡结果来看,最优统一关税情形下汽车

市场平均销售价格将上涨13.92%、销量下降0.28%。这一变化主要来源于进口汽车———
其平均价格上涨31.72%、销量下降48.27%。受益于进口汽车价格的上涨以及由此带来

的市场竞争程度的削弱,国产汽车价格出现小幅增长、约为0.21%,销量增长3.05%。
市场均衡结果的改变必然导致一国社会福利的变迁:若我国执行最优的统一关税,消

费者福利将下降0.55%,主要原因在于汽车均衡价格的提高以及消费数量的减少。对于

国产汽车生产厂商而言,由于价格和销量的双重增长,企业总利润出现明显上涨、涨幅约

为4.47%。对本国政府而言,尽管进口汽车平均销售价格提高有利于提高政府税收收入,
但销量的大幅下降又会抵消这一趋势,最终导致税收收入下降5.74%。综上所述,执行最

优的统一关税,可以使2018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福利提升2.55%、约为9.88亿元。

表3 最优统一关税情形下的均衡价格、销量以及社会福利变化

分组 关税=25% 最优统一关税 变化

价格

国产汽车 139581 139878 0.21%

进口汽车 593185 781358 31.72%

全样本 209147 238257 13.92%

销量

国产汽车 7161731 7380165 3.05%

进口汽车 497394 257291 -48.27%

全样本 7659125 7637456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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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组 关税=25% 最优统一关税 变化

消费者福利 5.65E+07 5.62E+07 -0.55%

国产厂商利润 3.15E+11 3.29E+11 4.47%

政府税收收入 7.28E+10 6.86E+10 -5.74%

总社会福利 3.87E+11 3.97E+11 2.55%

(2)最优差异化关税。如前所述,由于不同排量进口汽车的本地化成本占比不同,我
们预期并证实关税传递率随排量增加而增加。因此,我们进一步测算了根据汽车排量征

收的最优的差异化关税。如图3所示,最优差异化关税分布在17.12%—298.13%不等,并
且随排量增加而下降。比较直观的解释如下:排量越大、关税传递率越高,因此对大排量

汽车征收低关税、对小排量汽车征收高关税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消费者福利。与此同时,
我国国产汽车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场,因此对低排量征收高关税可以有效削弱进口竞争,
提高国产汽车制造商利润。

图3 最优差异化关税

表4列出了我国执行差异化最优关税后我国汽车市场均衡价格、销量和社会福利的变

化。总体而言,汽车平均销售价格增长13.37%、销量下降0.31%。其中,国产汽车价格和销

量均上涨,涨幅分别为0.21%和3.25%。进口汽车价格增长30.46%,销量下降51.48%。对

比表3可以发现,最优的差异化关税可以使更多的进口汽车需求转向国产汽车。
最后,我们量化了执行最优差异化关税后我国社会福利的变化。类似的,由于汽车特

别是进口汽车价格的上涨,消费者福利下降0.58%,国产汽车厂商利润增长4.67%,政府

税收收入下降5.27%。综上所述,最优差异化关税可以使2018年上半年社会福利提升

2.80%、约10.84亿元。最后,对比两种形式的最优进口关税可以发现,差异化关税可以在

更大程度上提高本国社会福利。

表4 最优差异化关税情形下的均衡价格、销量以及社会福利变化

    分组 关税=25% 最优差异化关税 变化

价格

国产汽车 139581 139874 0.21%

进口汽车 593185 773866 30.46%

全样本 209147 237105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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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组 关税=25% 最优差异化关税 变化

销量

国产汽车 7161731 7394141 3.25%

进口汽车 497394 241338 -51.48%

全样本 7659125 7635479 -0.31%

消费者福利 5.65E+07 5.61E+07 -0.58%

国产厂商利润 3.15E+11 3.29E+11 4.67%

政府税收收入 7.28E+10 6.90E+10 -5.27%

总社会福利 3.87E+11 3.98E+11 2.80%

六、政 策 含 义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本地化成本是影响一国贸易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因

此,在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政府要继续加强国内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降低仓储、国内运输等环节产生的本地化成本,从而更大限度地释放贸易福利。第二,鉴
于中国汽车行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因此适度的进

口汽车税费有利于削弱进口竞争,提升国产汽车市场份额以及本国净社会福利。但在当

前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背景下,不断削减关税成为大势所趋,所以政府可以考虑采用差异化

关税而非统一关税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进口竞争对国产汽车市场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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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biningautomobileprice,sales,andattributedata,weestimatethelocalcost,incomplete

tariffpass-throughrate,optimaltariffanditswelfareeffects.Wefindthatlocalcostsaccountfor41.61%of

thetotalcostofimportedcars,andthepass-throughrateoftariffsonpriceis69.56%.Ourcounterfa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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